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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团式”对口支援的发生逻辑与维持机制

———以Ｊ省医疗援Ｋ为例

黄亚新，丁强
（南京医科大学 医政学院，江苏 南京 ２１１１６６）

摘　要：在我国政治、制度和文化优势的合力推动下，传统府际对口支援发生了一场自我进化，形成了“组团式”对
口支援新模式。“组团式”对口支援能够持续存在的原因是其拥有一套关系维持机制，包括“硬法授权”与“软法规约”相

互包容下形成的稳定权力关系，“政绩共求”与“技艺共需”相互博弈下形成的稳定利益关系，“社会情感”与“个体情感”

相互承诺下形成的稳定情感关系。面向未来，“组团式”对口支援需要吸纳社会力量、尝试市场介入、运用数智技术、坚

持久久为功，但同时要注意与市民社会进行区分、规导资本趋利本性、防范智能异化风险，避免陷入帮扶依赖，最大程度

挖掘“小组团”所潜藏的大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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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
损不足以奉有余。”在自然情况下，区域之间的发

展会呈现出愈发失衡的现象。对此，现代西方国

家尝试签订合作协议、建立统一协调管理机构等

来调和空间不相邻、利益不相交、法规不统一的区

域发展不平衡矛盾，但最终产生的效果皆差强人

意①。在我国，萌生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施行于 ２０
世纪６０年代，确定于１９７９年，深化发展于新时代
的对口支援，从最初的运动举措，逐渐演变为政策

设计，已上升为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中一项常

态化的制度安排，发挥着稳定边疆、平衡央地关

系、培育民族共同体意识、协调区域发展等诸多功

效。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这在世界上只有

我们党和国家能够做到，充分彰显了我们的政治

优势和制度优势”②。目前，在医疗、教育等领域，

普遍出现了“组团式”对口支援这一新模式，即对

口支援双方干部深入基层，根据受援地群众需要解

决的“微”问题，把支援内容切分为更小的单元，针

对性组织相关技术人员，组成责任明确的“小团

队”，更加灵活、高效、精准地展开对口支援行动。

基于此，本文以“组团式”医疗援 Ｋ为案例。
自２０１６年以来，Ｊ省先后从９家三级甲等医院选
派９４名“组团式”医疗援疆专家，支援新疆 Ｋ地
区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研究团队于 ２０２０—２０２２
年多次赴 Ｋ地区，对 Ｊ省对口支援新疆 Ｋ地区
“第十批”医疗队展开跟踪调研，力求透过杂多的

现象回答以下几个问题。一是“组团式”对口支

援为什么会发生，其发生的内在逻辑是什么？二

是“组团式”对口支援依靠什么维持，其维持机制

是什么？三是“组团式”对口支援未来如何发展，

其一般性的路径是什么？

一　对口支援何以发生
关于对口支援发生和发展的研究，虽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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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望相助”的民族文化推动说，“互助共赢”的深

度市场合作说，但主流的解释是自上而下的科层

体制说。中央政府实施对口支援战略的原因在于

它能够破解超大国家治理负荷①，实现稳定、平衡

与发展②。对口支援是一种中央号召，支援方落

实，受援方没有回赠义务的政治性馈赠，其之所以

发生并顺利进行的直接动力来自中央政府的权力

推动③。在新时代，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制度、党中央对重大工作的领导体制和决策落实

机制，确保了全党上下在思想、行动上，能够与党

中央从政治上保持一致。对口支援作为一项国家

层面具有再分配性质的配置资源的政治机制，需

要党中央的权威来提供政治保障④。中央把对口

支援的总目标和任务分配给地方，地方为了在

“控制性多层竞争”中争创业绩、争取“晋升”，会

主动承接上级所分配的对口支援子任务，并通过

“行政发包制”，将承接的对口支援子任务在更下

一级之间进行分配，启动更低一级新一轮的地方

横向竞争⑤。由此发轫于中央政府的对口支援通

过层层发包、转包、接包，实现政治任务的分工。

为了进一步完善对口支援这一制度安排，需要加

强立法体系构建⑥，确定支援方与受援方“权利”

和“义务”⑦，把对口支援从“政治任务”转变为

“法律义务”⑧，以此减少支援方政府因为拥有自

由裁量权而导致的对口支援“瑕疵”⑨。

综上所述，我国关于对口支援的机制剖析积

累了较为丰富的成果，但这些成果在解释“组团

式”对口支援这一新模式上存在一定的理论“嫌

隙”。一是对对口支援“为什么会出现”和“如何

维持”缺乏辨析，导致发生逻辑和维持机制两者

模糊不清。二是对口支援是不断被塑造的“存在

者”，以往基于权力推动的解释框架很难再套用

到“组团式”对口支援这一新模式上来。三是“组

团式”对口支援的基层执行者并不是机械执行上

级命令的抽象“组织人”，而是带有各自想法、情

感、利益的社会人，他们必然要把自己的认知、思

想、利益带入执行过程瑏瑠。以法律规约优化对口

支援的方式，忽略了具体行动者真实的欲望，把构

想的“你应该”对口支援逻辑凌驾在行动者的“我

应该”之上。针对以上不足和疑问，对口支援的

研究视角要从“自上”转为“自下”，在现象呈现的

“零零碎碎”经验信息中，归纳出一套解释“组团

式”对口支援发生和维持的理论，在此基础上，指

明未来一般性的实践方向。

二　“组团式”对口支援的发生逻辑
“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有无数互相交错的

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

个合力，即历史结果。”瑏瑡同样，“组团式”对口支援

的发生是我国政治、制度、文化优势合力推动的

结果。

（一）政治优势推动对口支援以“组团式”打

通“最后一公里”

在支援方 Ｊ省持续的人力、物力、财力输送
下，短短几年时间内，Ｋ地区医疗设施水准便达到
了支援方医院的规划要求。医院建筑从低矮到高

大，设施和设备从老旧到先进，科室从单一到多样

等。这种中央牵线，支援方领导牵头，受援方领导

协同，双方医疗单位配合的传统府际对口支援，可

以在较短时间内完成“骨架”建设。然而，为了追

求速度，尽可能在“锦标赛”中脱颖而出，Ｋ地区
医疗建设方案是按照支援方 Ｎ地区“复刻”出来
的，这导致支援的内容与受援地实际需要存在一

定的张力。主要表现为受援 Ｋ地区城乡之间距
离远且交通不便，乡镇居民无法享受到集中在 Ｋ
市区的医疗，产生了资源供给错配的问题。可见，

“从‘粗放式’向‘精准化’发展，已经成为新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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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口支援制度实施的必然方向”①。

人民的期盼就是我们党努力的方向。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

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②在

党密切联系群众这一最大政治优势的推动下，支

援方和受援方干部转变思路，针对资源过度集中

于城市所导致的支援发展不平衡问题，Ｋ地区对
口支援指挥部干部人才组组长强调，要“聚焦人

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把保

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解决边

境各族群众急难愁盼的事”（访谈资料 ２０２１Ｚ）。
支援方带队领导指出，过往的对口支援实现了

“从无到有”的骨架性建设，接下来医疗支援工作

则着眼于在“骨架”上丰满“血肉”，实现“从有到

精”（访谈资料２０２１Ｓ）。由此，负责对口支援的领
导干部通过对制度、政策、考核方式的调整，推进

支援体系“瘦身”，形成一个个灵活的，便于渗透

到基层解决问题的“微团队”，把集中在市区的医

疗资源向基层精准输送，打通医疗援 Ｋ的“最后
一公里”，实现援助的全面覆盖。

（二）制度优势推动对口支援以“组团式”回

应智力支持需要

早期以“交支票”“交钥匙”模式开展的传统

府际对口支援③，取得了基础设施建设、医疗体系

搭建等一系列“从零到一”的成就。然而随着时

间的推移，这种粗放“输血”支援模式边际效用开

始递减并显露出多重弊端。对支援方而言，长期

无偿、单向的“输血”支援模式降低了他们的积极

性，增加了财力、人力等方面压力。对受援方而

言，“输血”支援模式让其产生了依赖，甚至出现

了“等”“要”“靠”等现象。一旦支援方支援力度

减弱，受援方医疗水平便会大打折扣，支援方捐赠

的先进器械也会由于缺乏会使用的技术人才而出

现相对浪费的情况。可见，对口支援需要加强

“智力支持”内容，为受援地培养“带不走的人

才”，这样既减少支援方政府和相关单位的负担，

也能提升受援方自身“造血”能力。“医疗援疆的

意义不仅是多看几个病人、多做几台手术，更重要

的是培养当地医疗队伍，把援疆工作实现从‘输

血’到‘造血’的转变。”（访谈资料２０２２Ｌ）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④党的坚强领导是解决一

切实际问题的根本保证。传统府际对口支援在

“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下推动诞生。如

今，对口支援需要支援方加强智力支撑，完善受援

方“造血”能力的问题依然可以依靠我国最大的

制度优势———党的领导来解决。对口支援总指挥

Ｚ指出：“援疆工作关键在人，通过‘抓党建、带援
建’，做到敢担当、善破题，有创举。”（访谈材料

２０２１Ｚ）副指挥 Ｗ强调：“要强化基层党组织建
设，全面落实党委领导机关党建、机关党委负责机

关党建、党支部落实机关党建的‘三级责任’清

单。”（访谈资料 ２０２１Ｗ）在支援方党委领导的指
示下，援Ｋ思路发生转变，从以前请专家帮忙替Ｋ
地区解决疑难杂症，转向通过“师徒签约结对”形

成“传帮带”小团队的形式，培育“带不走的人

才”，以此提升 Ｋ地区自身医疗水平。在党建的
引领下，“师徒签约结对”得到对口支援双方医疗

人员的认可并很快落地推进。“作为一名援疆党

员干部，我在医院党委领导班子的带领下，用真

心、真情援疆，留下技术，培养人才。”（访谈资料

２０２２Ｘ）Ｌ与科室３名年轻医生结为师徒，通过疑
难病例讨论、学术讲座、教学查房、对一些手术病

例和手术入路做示范讲解等方式进行带教，帮助

科室年轻医生快速成长（个事案例２０２２Ｌ）。
（三）文化优势推动对口支援以“组团式”提

升关系互嵌深度

传统府际对口支援由于参与人数众多，双方

人员的行程一般需要由上级组织单位事先安排并

进行统一指挥。例如，双方医生要开多少场交流

会，会中谁先发言，谁后发言，谁总结等都被提前

框定。这种程式化的集体仪式互动虽然能够为宏

大的基础性工程建设创造一个有序的环境，为视

察对口支援工作的中央、省、市级领导创造一个传

达意志的“舞台”，为媒体报道创造一个宏大的场

面，但难以达到增进双方关系的效果，它类似于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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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所谓的“衣帽间式共同体”（ｃｌｏａｋｒｏｏｍｃｏｍｍｕｎｉ
ｔｙ），在中央权威的命令下迅速结对，完成政治任
务后又迅速回到各自原来工作岗位，互不相干。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

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①边疆对口支援不单单

是一种对欠发达地区的物质帮扶，它还承载着增

进民族交往，促进团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等文化使命。集体仪式互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对

口支援双方参与人员的交往深度和情感联系，让

对口支援降格为一种完全依靠行政命令才能推动

的政治活动。

中华民族的文化向心化不仅源于炎黄子孙的

血缘基因，而且源于几千年来各区域、各族人民的

守望相助形成的“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共同体文

化。这种共生的文化优势是对口支援机制的精神

底蕴与柔性驱动力②，深层社会文化动因③。在文

化优势的推动下，对口支援人员把政治任务内化

为积极主动的道德义务④，真真切切想为当地群

众办好事、办实事。这种自觉担当推动着对口支

援双方参与人员不满足于形式上的、“就事论事”

的集体互动，而是积极寻求和开拓深度交往的空

间。据笔者观察，经过一段时间的对口支援工作，

支援方和受援方人员都会自发组成有着深刻情谊

的“小圈子”。“可爱又淳朴的同事们让他的工作

变得就像‘羊肉串’那么美味。如果有机会，我还

会再来。”（访谈资料２０２２Ｌ）“我会加强与‘亲戚’
之间的交流、交融，让友情、亲情更加稳固，为民族

团结工作尽自己的一份微薄之力。”（访谈资料

２０２２Ｘ）可见，我国文化优势推动着对口支援互动
从集体向“小团队”转变，不断提升双方关系互嵌

的深度。

三　“组团式”对口支援的维持机制
“一种社会结构之所以相对稳定，必定存在

着维持它稳定的机制”⑤，这种机制主要是由政治

结构（权力）、经济结构（利益）、文化结构（情感）

三个子系统相互作用形成的。同样，“组团式”对

口支援能够稳定存在的原因是，多元参与主体在

互动中相互需要，不断生产和再生产出稳定的权

力关系、利益关系与情感关系。

（一）“硬法授权”与“软法规约”相互包容形

成的双重约束

相对于上令下达的传统府际对口支援，“组

团式”对口支援多元参与主体具有更多的自由裁

量空间，但这种自由裁量不是随心所欲的，它依然

受到“硬法授权”和“软法规约”的双重约束。所

谓“硬法”是国家制定和认可的正式的法律规范

体系。其中，我国《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等法

律法规都有着国家、地方帮扶落后地区的内容。

然而，深入研究会发现，目前这些颁布的“硬法”

只是从一般性上确定了发达地区有服从中央的命

令和决定，帮扶欠发达地区的义务，没有直接提及

对口支援，更没有方式、内容、程序、权利和义务范

围等方面的确定性规则。“硬法”关于对口支援

不做细节的一般性规定，一方面避免了理性构思

出的事无巨细规则会扼杀一些颇具助益的拓展和

尝试⑥，为“组团式”对口支援的发生以及相关“软

法”创立提供空间；另一方面确定了“组团式”对

口支援的合法性和义务性，让其区别于社会慈善，

带有强制性，因而即便是被“点名”去的，也不会

出现中途随便退出的情况。

与“硬法”相对，软法是原则上没有法律约束

力但是却有实际效力的行为规则⑦，它将“硬法”

无法规定的内容纳入其调整范围之列，进而作出

具体化、个别化的安排，既减少了裁量的不确定

性，又提升了裁量权运作的品格。由于对口支援

是基于上级的权威建立起来的，是支援方地方政

府必须完成的政治任务和承担的政治责任⑧，因

而其生产出的“软法”主要是政府主导型的。具

６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外文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版，第３１页。
汪波：《中国特色对口支援的激励机制研究》，《学海》２０２２年第２期。
丁忠毅：《国家治理视域下省际对口支援边疆政策的运行机制研究》，《思想战线》２０１８年第４期。
史晓琴，樊丽明，石绍宾：《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对口支援何以发生———公共经济学视角的分析》，《财政研究》２０２０年第８期。
金观涛，刘青峰：《中国历史上封建社会的结构：一个超稳定系统》，《贵阳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１９８０年第１期。
Ｅ．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４２１页。
ＦｒａｎｃｉｓＳｎｙｄｅｒ．ＳｏｆｔＬａｗａｎｄ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ｉｎ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Ｓ．Ｍａｔｉｎ（ｅｄ．）．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Ｅｕｒｏｐｅ．Ｂｏｓｔｏｎ：Ｋｌｕｗｅｒ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１９９４，ｐ．２．
杨龙，李培：《府际关系视角下的对口支援系列政策》，《理论探讨》２０１８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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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而言，可以分为以下三类。第一类是共产党领

导人通过讲话、文章、行动传达出的意图。中国共

产党是执政党，尽管其决定并不具有直接的法律

效力，但是“党的政策对规范体系的其他制度结

构具有领导和指导作用”①。尤其是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援疆援藏工作的指示，是中央和地方颁布

“组团式”对口支援相关“软法”的根本遵循。第

二类是中央以“规划”“纲要”“建议”“方案”等形

式发布的管理政策。第三类是双方政府、单位等

协商签订的合作文件，包括“协议”“备忘录”“宣

言”“议定书”“方案”“意向书”“共识”等。例如，

Ｋ地区与Ｎ市医科大学签订的“组团式”合作协
议。这些“软法”框定了双方共同的目标和各自

的职责，成为双方成员行动的“指南针”，检测技

能、觉悟的“试金石”。换言之，一旦有参与者违

背“软法”，那么他（她）不仅会受到组织对其觉

悟、能力、信誉等方面质疑，而且会给所属单位带

来连带“惩罚”。在出发前的动员会上，支援方带

队主任一再强调：“这次任务就我们几个人，一言

一行都代表着 Ｊ省 Ｎ市，代表着 Ｚ单位。援疆不
仅是任务，还是义务和责任。”（访谈资料２０２２Ｚ１）
可见，“软法”虽然没有强制性，但其发挥的约束

和激励作用甚至超过了“硬法”。综上可见，对口

支援的“硬法”和“软法”相互包容，形成了一套刚

柔并济的约束和激励体系，从而保证“组团式”对

口支援的多元主体互动既稳定，又具有一定的

弹性。

（二）“政绩共求”与“技艺共需”博弈形成的

互利联盟

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

传统对口支援是主体性权力单向推动的产物，即

下级“客体”对上级“主体”通知的结对任务没有

“讨价还价”的余地。与此相对，“组团式”对口支

援是一种主体间性活动，是多元参与主体在平等

的互动博弈过程中自发形成的互利联盟。

在“组团式”对口支援中，代表着“国家在场”

的指挥干部Ｚ、代表着“地方引路人”的受援方干
部Ｃ以及代表着“礼物馈赠方”的支援方干部 Ｄ
三者有着共同的“政绩”需要，并且他们知道这种

“政绩”需要通过三者共同配合才能生产和再生

产出来。例如，缺少了指挥干部 Ｚ，支援方干部 Ｄ
和受援方干部Ｃ所做的“琐碎”的工作难以被“发
现”和“见证”，无法把“隐性功绩”转化为“显性

功绩”；缺少了受援方干部 Ｃ，指挥干部 Ｚ和支援
方干部Ｄ会因为缺乏地方性知识、资源等而难以
进入受援方的基层领域；缺乏支援方干部Ｄ，指挥
干部Ｚ和受援方干部 Ｃ会因缺乏专家、资金、物
资等而陷入无“米”可“炊”的尴尬境地。由于指

挥干部Ｚ、支援方干部Ｄ、受援方干部Ｃ三者不属
于纵向科层关系，因而只能选择柔性交往策略，通

过协商方式，自发联合成“政绩”追求的“微”

联盟。

同样，“组团式”对口支援中双方技术人员围

绕“技艺”纽带组成了相互依赖的“微”联盟。对

支援方技术人员而言，他们凭借高超“技艺”，已

经获得了稳定且较高的收入，满足了最基本的生

理需求、安全需求；已经跃迁到社会的中上阶层，

获得了较为充足的社交需求和尊重需求。“组团

式”对口支援给支援方技术人员创造了一个充分

展示他们“技艺”的“舞台”，使他们“技艺”超越

了工具意义，上升到国家和民族层面，带有政治的

神圣使命和道德的崇高属性，在受援地同业人员、

民众、双方政府以及国家的认可和称赞中获得了

自我实现这一最高层次的需要，体验到人生最大

的幸福。“援疆，是一种奉献，更是一种情怀。一

年半，弹指一挥间，但有些经历是不能用时间的长

短来衡量它的意义的。”（访谈资料２０２２Ｂ）同样，
受援方技术人员在接受一段时间“手把手”的“师

徒式”帮扶后，不仅缺损的“技艺”能得到精准的

提升，而且能与不同批次的支援方专家结交朋友，

从而扩宽提升“技艺”的渠道。受援方医生讲述：

“‘组团式’对口支援效果很好，我们碰到问题可

以当面请教，即便老师回去了，我们还可以通过微

信、电话等方式询问，并且老师还邀请我们去他们

那里学习。”（访谈资料２０２２Ａ）由此，双方技术人
员各取所需，围绕“技艺”的“施展”与“学习”，形

成共需的“技艺”“微”联盟。

（三）“社会情感”与“个体情感”互通形成的

彼此承诺

“情感是把人们联系在一起的‘黏合剂’，可

７８
①刘作翔：《当代中国的规范体系：理论与制度结构》，《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９年第７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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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对广义的社会与文化结构的承诺。”①“组团

式”对口支援给多元参与主体创造了一个与社会

“台前”相对的个体“幕后”场域，促成了“社会情

感”与“个体情感”之间良性互动。在出发前召开

的动员大会上、在记者报道采访的镜头前，在结束

后举办的成果总结和表彰大会上等“台前”场域，

“组团式”对口支援中的多元主体会根据自己在

权力结构中的“位置”，扮演既定的“角色”，按照

权力和文化脚本来表达情感，向“观众”展示他们

是谁以及如何看待他们和他们的事业。例如，指

挥干部 Ｚ的讲话中经常包含“为中国人民谋幸
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等人民情怀话语；受援方

干部Ｃ的讲话经常透露着代表当地民众“感谢”
等感恩话语；支援方干部 Ｄ的讲话经常暗含着
“民族共同体”“共同体富裕”等责任话语。可见，

“台前”蕴含的情感“感受规则”和“表达规则”让

“组团式”对口支援多元参与主体围绕社会关系

中的“自我概念”进行“情感整饰”，以达到情感

合宜。

在茶余饭后、受援方人员陪同支援方人员周

末浅旅游等“幕后”场域，多元参与主体会卸掉各

种符号装备或仪式道具，进行有声有色、多主题的

亲密情感互动，共同营造出有益的情感体验和情

感氛围。久而久之，这份带有私人性质的“个体

情感”由量的积累引发质的变化，促使双方人员

从普通的同事关系发展为私下时常联系的朋友关

系。有支援专家表示：“２０２１年９月，我响应中组
部号召二次援疆，来到了日思夜想、魂牵梦系的第

二故乡；来到了我曾经战斗过５００多个日夜的热
土；回到了阔别已久，情如家人的团队。”（访谈资

料２０２２Ｔ）随着同事转化为朋友关系的人数增多，
双方所隶属于的社团或者范畴单元也潜移默化地

结成了“兄弟”情谊的关系。“人们在多种多样的

社团和范畴单元中持续地体验到正性情感的次数

越多，并且这些社团和范畴单元嵌套于清晰分化

的体制领域中，其具备自己的规范、意识形态和一

般化的符号媒介……那么，正性情感能量的储备

越丰富，由此，正性情感的近因偏见越可能被打

破，使得人们对宏观的结构和文化产生承诺。”②

“组团式”对口支援“幕后”生产出来的有益个体

情感体验，让主体性“个体情感”与结构化的“社

会情感”从对立割裂走向趋同共生，形成了一个

良性循环的情感再生产系统，不断促进多元参与

主体对宏观的结构和文化产生承诺，推动“你应

该”和“我应该”实现统一。

四　结论和讨论：“组团式”对口支援
的未来

“组团式”对口支援是我国府际对口支援在

政治、文化、制度优势下发生的一场自我进化，它

自发形成了一套维持权力关系稳定、利益关系稳

定、情感关系稳定的再生产机制。这种由小团队

构成的“组团式”对口支援，可以渗透到受援方的

基层之中，低成本、高效率地回应琐碎但重要的

“小”问题，通过一个个“小”问题的解决，把对口

支援蕴含的政治价值、社会价值、文化价值落到

实处。

“组团式”对口支援在未来发展过程中，还需

要根据社会发展的规律进行调整。首先，吸纳社

会力量，但要与市民社会进行区分。“组团式”对

口支援多元行动主体大多直接或者间接隶属于科

层权力体系，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国家力量在社

会末端的进一步渗透，虽然产生了有益效果，但国

家总负担量并没有减少。因而，“组团式”对口支

援需要精准吸纳符合条件的社会力量参与。但需

要注意的是，不同于西方市民社会的社会参与，中

国社会参与是在政党—国家引导下，由生活主体

与制度主体共同推动的③。其次，尝试市场介入，

但要规导资本趋利本性。毋庸置疑，市场是迄今

为止人类社会最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方式。然而，

市场是否能参与对口支援的资源配置，尤其是医

疗、教育等这类公益性的对口支援？答案既是肯

定的，也是否定的。肯定之处在于，市场力量会积

极承担社会责任，参加对口支援，这样既可以与政

府加强联系，有助于获得更多稀缺资源，也能赢得

社会口碑，带来更多的经济资本。否定之处在于，

市场力量不管以何种身份、面目出现，最终目的是

获得利润，对“组团式”对口支援这种政治和社会

效应低的公共事务，市场往往表现出失灵和冷漠。

８８

①

②

③

特纳，斯戴兹：《情感社会学》，孙俊才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１页。
乔纳森 Ｈ．特纳：《人类情感———社会学的理论》，孙俊才等译，东方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１８２页。
贾文娟：《与时俱进：中国社会参与的变迁》，《探索与争鸣》２０１９年第６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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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有效市场和有

为政府更好结合，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

决定性作用。”①也就是说，中央和结对双方政府

要发挥“有形的手”的作用，通过“奖”和“罚”向

市场传递精准的信号，鼓励其合法有序参与。再

次，运用数智技术，但要防范智能异化风险。如

今，大数据、区块链、物联网等现代数智技术不仅

是推动人类社会实践跨越式发展的强大动力，而

且为人们开拓科技与治理之间良性互动提供了新

可能与新空间。对“组团式”对口支援而言，这些

智能技术可以破解“信息不对称”，打破行动与空

间之间的壁垒，保证支援过程透明度和客观性。

然而，数智技术具有侵蚀个体和集体的主体性，把

感性生命之间交往异化为一系列符号和数据计算

和传输等负面效应。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

青。对此，要用主流价值导向“驾驭”智能技术，

使其始终朝着有利于“组团式”对口支援的方向

发展。最后，坚持久久为功，但要避免陷入帮扶依

赖。当前，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区

域之间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的问题不可能在短期

内得到完全解决，因此，“组团式”对口支援唯有

久久为功，方得始终。然而要注意的是，组团式对

口支援决不能以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为目标，决

不能搞细致入微的过度帮扶，如果支援地一味地

扩大对口支援的精准力度，可能会让受援方陷入

人为“设计下的贫困”。因此，对口支援双方要适

时进行战略调整，从最初的“依附”性帮助、扶助

逐步向协助、共同发展、分享成果等平等性互动方

式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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